
近现代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

化，战争、灾荒频仍，使人民生活陷入了极度的

困苦之中，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中国的人口迁徙无疑与中

国这样的大背景相关，本文就广东的人口迁移及

其特点作些探讨。

一、广东人口的海外迁移

广东向海外移民自 15世纪就已经开始，到 17

世纪晚期，在海外的华人已有一定的数量，但规

模还比较小。中国人口大量迁移海外，是从鸦片

战争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

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过去几千年的

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受

到极大的破坏，而鸦片战争主战场的广东，社会

和经济遭到的破坏尤其剧烈。据统计，鸦片战争

造成广东的直接经济损失达白银 1950万两，其中

英国在战争中直接向广东政府索要 666 万余两，

战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索取 2100 万两，

广东又负担了其中的 70%。战争期间广东政府支

付兵饷 449万两白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

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相当于全省 18年的地丁银

收入。 ［2］ p517战争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受

到破坏，农村破产，百业凋零，人民生活日趋贫

困。再加上国内社会秩序混乱，人口压力日益加

大，广大人民不得不逃离家乡，出外谋生。由于

地理位置的便利，广东、福建人民便大批流徙外

洋。“广东沿海各县，因无工可做，‘相率卖身

当猪仔，到南洋去当苦工者每年约以千万计。’”
［3］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澳洲、

美国西部金矿的发现，列强对南洋各殖民地的开

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自 19 世纪以

来，西方各国要开发的中南美洲和南洋群岛等地，

又出现了劳动力的危机。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导

致中国大量的人口迁移到海外，迁出地区也已经

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通商口

岸等也有人口迁出，但总的说来，仍然是以广东、

福建、香港、澳门人口的迁移、流动为主。

早在 1838年，英国商人就将大批广东台山人

骗到了英属圭亚那、古巴等地。从 1859—1875

年，殖民者对华工的拐骗和掠夺达到高峰。他们

在汕头、广州、香港、澳门、海口等地招收“猪

仔”（契约工），这些契约劳工是人贩子从以上地

方用拐骗、绑架等手段强迫签订卖身契约的华工，

一般签订卖身的时间为 5—8年。为方便运作，外

国商人和中国的人口贩子在很多地方开设了收买

和囚禁华工的机构，“在广州的为囤船，在汕头

的为‘客馆’、‘客栈’，在澳门的为巴拉坑（猪

仔馆）。” ［4］ p485他们在这些地区雇佣了一批地痞

流氓来掳掠华工，然后再将拐掠来的华工贩运到

国外。虽然近代以来中国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它们在中国大量

拐掠华工，开始时仍是不合法的。1859 年 10 月

27日，新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同意了英属西印度派

来的招工专员奥斯丁所拟的招工出洋章程 5 条，

允许英国在广州设招工所公开招工， ［5］ p178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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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最早为殖民者提供的掳掠华工的合法依

据。此后，英国、法国及西班牙先后在中国成立

了招工所并开始招工。到 1860 年，《北京条约》

签订，其中规定准许英、法等国招募华工出国，

从而把在中国掳掠华工这项罪恶彻底合法化，使

得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劳动力的行为更加猖獗。

根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广州及附近被掳掠

的出国华工，1849 年有 900 人，1850 年有 3118

人，1852年上半年有 15000人。 ［6］汕头 1855年

出口华工有 6388 人，到 1858 年，从汕头被掠出

国的华工有 40000 多人。澳门 1856 年—1873 年

（缺 1861、1866年）出国华工有 181563人，平均

每年有 11347人。香港从 1855—1872年，平均每

年出国华工有 12872人。据统计，19世纪 50年代

仅从广州、汕头、香港、澳门出国的华工，每年

就约有 50000人左右。1876—1898 年，琼州（今

海口）前往东南亚的华人有 344698人，其中大部

分为华工。 ［4］ p4871846 年，西班牙在福建厦门贩

运了第一批华工。到 1852年，从厦门被贩运出国

的华工在 8000—15000人之间。 ［2］ p57- 5819世纪中

期，美国西部发现了金矿，大批华南华工被诱骗

或胁迫到此地开采金矿，至 1882年到达美国西部

的华工约有 29万人。此外，美国修建铁路亦招募

了数万名华工。

1893年，清政府废除了歧视性禁律，开始允

许华侨回国置业并可以随时出洋经商，华侨受到

了法律的保护。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增加了

华侨的人数，据统计，“光绪前期全球华侨有 300

万，到宣统三年（1911）达到 630 多万。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后，出洋再掀高潮，民国二十七年全

球华侨已有 920多万。”［7］

这些出国的华工，多是被拐掠的强制性移民，

只有少部分是因生活所迫的自由移民。他们中的

大部分是强壮的劳动力，只有少部分是未成年的

男童。他们在出国途中就受到非人的对待和野蛮

的镇压，到了国外仍然遭受着比奴隶还悲惨的虐

待，令人发指。据统计，1847—1877年到古巴的

华工总共有 12008 名，但被折磨致死的却有三分

之二。 ［5］ p244华工用鲜血和生命为侵略者创造了

无法估算的利润，为他们带来了暴利，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虽然清朝的统治已被推翻，并

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民生

活仍然极度艰辛困苦。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

代，广东等沿海省份仍是多事之区，不仅战争连

年，而且多次发生灾荒，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掠

夺，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之下，

广东又出现了向海外迁移流动的高潮。这一时期

移民的去向主要以南洋为主，每年都有数十万人，

其中广东人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仅马来半岛一

地，每年出入口岸数对比，新增加的华侨人数约

有 10万人。1926年竟超过 20万人。1912年由汕

头至泰国的华侨有 14.3万多人，1911—1914年由

海南岛海口移至新加坡的华侨有 8.9 万人。从

1925年—1926年，两年内我国移入荷属东印度群

岛的华侨有五、六万人左右。他们大部分是广东

的客家人。” ［8］ p611929年后，由于南洋经济衰落

及一些国家实行排外政策等原因，流往东南亚一

带的华侨开始减少，但并没有中断。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的华侨总人数约为 1200 万人，而广

东就占了其中的 68%。

这一时期出国的华侨多是失业和破产的农民

和手工业者，以成年男性为主，妇女和儿童只占

很小的比例。以 1926年移入新加坡的华侨为例，

总数有 348593人，“其中，妇女为 49896人，约

占 14.3% ；男孩为 34023 人，占 9.7% ；女孩为

11795人，占 3.4% 。”［8］ p62在妇女和小孩中，广

府人最多，其次是客家人，再次是潮州人、海南

人和福建人。广东的迁出人口遍布全省，尤其以

以下三个地方为多：韩江流域的潮汕平原和兴梅

地区；珠江三角洲，主要包括台山、中山、新会、

开平、恩平、宝安等地；海南岛东部，包括文昌、

琼海、万宁等地。

二、广东人向邻省的迁移

由于广东地处中国的最南端，自然条件相对

恶劣，民俗习惯又与中原大异其趣，属于所谓的

蛮荒之地，尤其是南岭（五岭）把广东与中原分

隔开来，既影响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人

口的迁移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直到唐代张九

龄主持开凿了大庾岭山路后，这一状况才逐渐得

到改变。但是，在近代以前，除了宋代出现过中

原人口较大规模南迁和明清时期广东人口向四川

迁移以外，广东的人口迁移流动较少。直到近现

代，由于自然灾害、战乱及农民破产等原因，才

导致了广东人口向邻省迁移流动。

（一）灾荒导致的迁移。

这里所说的灾荒主要指各种自然灾害，包括

旱灾、水灾、风灾、虫灾、地震、瘟疫、饥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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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记载的历代各类自然灾害的数量是惊人的。

据统计，“自西周至民国二十六年 3034年的历史时

期里，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论灾情轻重，共计

5245次，平均每年 1.73次。其中，旱灾 1066次、水

灾 1053次、地震 705次、风雹 550次、风灾 518次、

虫灾 482次，饥 407次、疫 261次、霜雪 203次。”［9］

而在清朝 296年中，共发生灾荒 1121次，每年平均

4.2次，其中旱灾 201次、水灾 192次、地震 169次、

雹灾 131次、风灾 97次、蝗灾 93次、歉饥 90次、疫

灾 74次、霜雪之灾 74次。［9］从民国成立到民国二十

六年（1912—1937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统计其

频数，竟亦达七十七次之多。计水灾二十四次；旱灾

十四次；地震十次；蝗灾九次；风灾六次；疫灾亦六

次；雹灾四次；歉饥二次；霜雪之灾二次。且各种灾

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9］而日本学者左藤武

敏综合《清史稿》各卷的有关记载，对 1840年到

1911年社会灾荒的统计表明，在这 61年间，全国总

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 1354 起，每年最少为 5 起

（1891年），最多为 35起（1887年），平均每年 22.36

起，每月将近有两次，其中每年 20次以上的（含 20

次，下同）有 26年，30次以上有 5年，10次以下的有

5年。［10］民国时期（数据统计从 1911到 1937年）共

发生 77次，平均每年有 2.96次。［9］据统计，广东省

从 1840年到 1919年的 80年间，共发生各种灾害

1919县次，其中，水灾为 510县次、旱灾 242县次、

风灾 344县次、地震 207县次、虫灾 271县次、冻灾

110县次、雨雹 136县次、饥灾 99县次。［10］换句话

说，“每年平均约 24县次，依次为（年均）：水灾 6.4

县次、旱灾 3县次、风灾 4.3县次、地震 2.6县次、虫

灾 3.6县次、雨雹 1.7县次、饥灾 1.2县次。我们在翻

阅有关的历史记载时，在广东省几乎找不到自始至

终风调雨顺的一年。”［10］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根

据政府公报及各种报刊的直接材料），在清代后期和

民国时期比较大的、涉及到广东的灾荒主要有：1877

年，水灾；1912 年，大水；1914 年 7 月，水灾；1915

年，大水；1918年，大水同时发生地震；1922年，汕头

飓风，死伤人数万；1923年，1924年，大水；1925年 3

月，虫灾；1928年，旱灾；1932年，水灾；1933年，旱

灾；1934 年，风灾，房屋倒塌无数；1935 年，水灾；

1937年，广东省瘟疫流行，广东定安县鼠疫死者不

计其数。［9］从以上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 80年的岁

月中几乎每年都有大半个中国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

侵袭之下，“无论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局部区域看，

还是从灾荒的类别上看，用‘十岁九荒’甚至用‘无时

不在’来形容灾荒的频发，是绝对不为过的。”［10］灾

荒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巨大的，往往会导致民不聊

生，甚至大量人员的伤亡。为了生存，幸存者只得背

井离乡，远走他方。

据史书记载，我国因为灾荒导致的迁移流动，早

在商朝就已经开始，到了近代仍然有增无减。一般来

说，灾荒的程度越严重，人员的迁移流动率也就越

高。从近代各重要都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也可以看出

灾荒所引起农民迁移流动的人数之多，如“广州人口

在民初仅八十万左右，今（1937年）亦增至一百余

万”。而“我国都市人口，死亡率常超过生殖率，此巨

量之增加，其主要原因，显非由于自然之增殖，而系

由于农村逃荒人口之移集。⋯⋯我国农村人口移集

都市最主要之原因，即为灾荒。”［9］

（二）逃避战乱的人口迁移。

沈益民、童乘珠指出：“人口迁移是一种社会经

济现象。从我国数千年的人口迁移历史看，引起人

口迁移的最基本的动因在于经济因素。⋯⋯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人口迁移也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

影响，尤其是战争”［9］的确，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是巨

大的，它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生活无着，迫

使人们向相对安全的地区迁移流动。1851年爆发的

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到长江及黄河流域的许多省份，

对沿线的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这

些地区的人口流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以后，湖

南南部大约有 5万多人加入了太平军。从此，参加太

平军的人员也由多为客家人转变为多个省份人员共

同参与的运动。在太平天国所实行的“男女馆”制度，

即实行男女分居制度时，各个“男女馆”形成了一个

个移民点。谢介鹤在论及南京“男女馆”中各省的人

口时说：“其时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九

百人，⋯⋯。女馆广东、广西约二千五百人，⋯⋯。”［11］

可见直接参加战争的迁移人口已不在少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

占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大批工厂、学校、机关及居民迁移到了云南、四川、贵

州等地处抗战大后方的省份。广东在抗日战争期间，

广州、汕头、南海、宝安及海南岛等地相继沦陷，各种

工业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经济困难，物价高涨，

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有大量的

人口死亡，幸存的则大量流向内地，致使广东各地人

口数量锐减。比如顺德、南海等地的人口，到战争结

束时，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即使在未沦陷区，由于

国民党政府税收名目繁多，使百姓不堪重负，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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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大量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迫使农民流离失

所，向外迁移。“据连县 19个村调查，1937年 19个

村的离村人数为 187人，到 1940年增至 501人，为

三年前的 2.6倍。其中除 38.7%是被拉壮丁充兵役

外，多数乃因生活所迫而流离他乡。”［8］p65

（三）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的迁移。

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加上人多地少的矛盾日

趋激烈，使得大批农民生活无着。为了生存，为了逃

避各种苛捐杂税，大批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迁移

到异地他乡。广东的破产农民主要流入邻省，如广

西、四川等地。

广西在南宋时期已经开始有移民流入开垦，从

清代开始，湖南、广东、福建各省陆续有农民移入广

西，其中尤以广东、湖南两省农民为多。由于大量汉

族人口的流入，广西的居民结构也开始改变，由以

“土著恒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多逐渐演变为以汉

族人口为主的地区。“据咸丰元年（1851年）严正基

的记载，广西省原有土著居民约十分之三、四。柳州

州府、安庆府、桂林府、平乐府湖南人移入最多，广

东人次之，福建人较少；梧州府、浔州府、南宁府、镇

安府、郁林府、广东人最多，也有福建人。在雍正、乾

隆年间，从嘉应州（广东梅县地区）移入浔州、郁林

一带的客家人，至道光年间，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

主力。”［12］总体来说，从外省流入广西的农民中广东

人占了绝大多数。根据 20世纪 30年代广西省政府

的统计数据，广西有 62.77%的居民讲白话，有

19.15%的人讲客家话，两项合计比例为 81.92%。［13］

根据黄滨的研究，若排除其中可能存在的双语、当

地娶妻等成分，那么可断定广东移入广西的汉人及

后裔当占广西总人口的过半比例，以宣统二年

（1909年）广西人口调查的标准人口数 896.7629万

人，按 50%比例折算，广东在广西的人口至少有

4483814人。［14］“他们穿越广西，抵居流域上游的滇

黔，如昆明和贵阳，广东人聚居营生众多，都形成了

热闹和长直的‘广东街’。广东移民数量如此巨大，

致使广西人口稠密地区从过去的桂北逐渐转到最

靠近广东的桂南和桂东南。”［15］

三、结语：广东人口迁移所产生的影响

近现代广东的人口迁移流动促进了广东与其

他省的经济文化交流，为迁入地的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以广东为主的中国海外移民，

为移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比如在马来西亚，最早从事采锡和种

植橡胶并成功的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1819

年，英人来佛士占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华侨 30人。

到 1860年，华侨增加到 50043人，占全岛人口的

66%。1901年，岛上华人人数已达 22万人，占全岛

人口 70%，其中除福建人外，绝大部分是来自珠江

三角洲、潮汕平原、兴梅地区和海南岛的人。”［8］p172

这些人对新加坡的开发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他

如泰国、越南、古巴、美国、墨西哥、新西兰等国家的

甘蔗种植业、碾米业、铁路建设、石油开采以及采金

业等等的建设，也都与福建、广东等地华工的汗水和

劳动密切相关。这些移民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对世界

各国政治、文化的了解，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

系和沟通，对中外文化交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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